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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具有“最优解”属性的算法技术使平台对零工工作者效率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算法逻

辑的管理控制下,数字零工群体面临着高强度、高压力和高风险的过度劳动困境。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探讨了算法控制何时以及如何影响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 问卷调查发现(N = 1004),零工工作者感知算法控制的三

个维度有着差异化的影响效应:首先,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会通过抑制工作自主性,进而导致过度劳

动;其次,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会通过诱发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导致过度劳动;最后,零工工作者感知

到的算法规范指导作为一种个体能够感知到的技术支持资源,不仅调节了算法追踪评估与工作自主性的关系、算法

行为约束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关系,还调节了算法追踪评估通过工作自主性影响过度劳动、算法行为约束通过工作不

安全感影响过度劳动的间接效应。 研究发现有助于学界辩证地认识算法控制这一新兴管理实践,并为我国零工经

济市场中和谐劳动关系的有序构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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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采

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

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零工经济(gig
 

economy)得益于平台化、数字技

术和大众消费升级而“重焕生机”。 低门槛、高度自

主和多劳多得的工作“卖点”吸引大量零工工作者

(gig
 

workers)加入平台提供在线劳动服务,继而导

致依托零工经济实现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1-2] 。 然而,数字资本时代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零工经济不仅未能帮助工作者实现工作

自由、收入增加的预期目标,还通过“数字泰勒制” ①

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提高了碎片化任务之间

的密度和强度[3] 。 同时,平台还将严密的监管实践

“隐蔽”在天然具有“最优解”属性的算法运作过程

中,巧妙地运用智能化、数据驱动的算法技术调动

零工工作者主动强化劳动、 自发进行过度劳动

(overwork)的积极性[4-5] 。
近年来,在强控制属性的算法管理下,零工工

作者由于高强度工作导致“过劳死”的事件频发,例
如,南京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超 14 小时猝死在车

内②,长沙外卖骑手一天配送 48 单独自在出租屋去

世③。 算法控制下零工工作者的过度劳动问题已然

成为新就业形态中劳动权益保障的突出社会问题,
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2021 年 4 月 2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要求,要完善多渠道灵

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好卡车司机、快递小

哥、外卖配送员等的合法权益。 随后,2021 年 7 月,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八部委《关于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

见》 ④,明确提出不得将 “ 最严算法” 作为考核要

求,要求平台科学确定劳动者的工作量和劳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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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①　 数字泰勒制是指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对劳动过程进行标准化、流程化和定额化的塑造,并将工作者加以区分,追求用“数

字”和数字技术来重新定义人的劳动管理。
②　 资料来源:《环球网》2019 年报道:南京 56 岁网约车司机猝死车内,乘客下车报警都没能挽回。
③　 资料来源:《环球网》2020 年报道:长沙外卖骑手独自在出租屋去世,一天配送 48 单,家属怀疑过劳死。
④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八部委《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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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督促平台优化算法并实现“算法取中” 。 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但是,以算法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导致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的微观机

制尚不清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部门出台针

对性的政策文件以规范平台算法管理,也就难以

有效保障零工工作者的合法劳动权益。 鉴于此,
从实践视角出发,零工工作者“过劳之殇” 已然成

为平台健康持续发展之痛[6] ,深入探究算法控制

逻辑下数字零工群体的过度劳动问题对于切实保

障其合法劳动权益,进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过劳”一词起源于日本,是指由于生产活动导

致人体健康的生理机能体系被破坏且难以从休息

中得到恢复的疲劳状态[7-8] 。 国内学者在过劳的基

础上提出“过度劳动”的广义概念,是指超长时间与

超高强度的连续工作导致的疲劳蓄积、难以恢复,
进而引发个体机能“不可逆” 损害的不良状态[9] 。
虽然上述界定方式丰富了过劳的内涵,提出了过度

劳动中行为表现与身心状态的统一,但最终的落脚

点还是突出疲劳蓄积且难以恢复的身心状态[10] 。
因此,过度劳动的本质是一种劳动行为超出一定阈

值而导致身心损耗的负面状态。 在过度劳动的研

究领域,其驱动成因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6-8] ,零工

经济背景下,过度劳动的动因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

种视角展开:(1)平台数字控制下的过度劳动。 有

学者指出,平台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通过“赶工游

戏”的竞争性方式引导零工工作者进行全天候工

作[10-11] ;也有学者认为数据驱动的平台数字控制不

断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

于零工工作者的劳动过程,削弱他们的自主意识,
促成超长时间、超高强度劳动秩序的实现,继而驱

动其在严密的控制下以身心健康为代价拼命工

作[4-5] 。 (2)工作特征与零工工作者自我驱动下的

过度劳动。 除了平台外在的影响因素外,也有学者

提出,由于数字零工具有多劳多得的计件工作特

征[12] ,并且按需服务的性质导致零工工作者的工作
任务具有不确定性[13] ,为了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

现实生活支出(如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零工

工作者只能不分昼夜地拼命赶工,导致过劳状态的

长期存在,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14] 。
现有研究对于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的动因做

出了初步的解释,但是,既有文献缺少理论的整合

性并存在如下局限:第一,现阶段零工经济下有关

劳动控制议题主要集中于资本与劳动者的宏观层

面进行探讨,忽略了个体微观层面挖掘。 第二,算
法控制(algorithmic

 

control)是平台控制系统中的底

层算法被赋予制定和执行影响劳动决策的责任,从
而针对工作者的劳动服务过程进行监督并且约束

其行为的数字化劳动管理实践[5,15] 。 这种新兴的数

字控制究竟如何导致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的作用

“黑箱”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解释,亟待实证检验算

法控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
第三,算法控制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其包

含了诸多控制实践,例如,算法推荐、算法限制、算
法记录等[16] 。 但到目前为止,鉴于算法控制的复杂

性,现有研究难以辩证地揭示出具有不同类别功能

的算法对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所带来的差异化影

响,并且其中的作用机制也不清楚。 第四,平台外

在的数字控制可能会对零工工作特征以及工作者

内在的感受、认知和评价进行重塑,但理论界尚未

厘清上述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深入探究其对零工工

作者过度劳动的后续影响。 第五,现有研究尚未揭

示出哪些关键要素能够有效缓解零工工作者在平

台数字控制下过度劳动的现状,也未能将实践和理

论相结合指出平台算法系统优化的明确方向。 鉴

于此,为填补现有理论研究空白,本研究试图探讨

具有不同功能类别的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过度

劳动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且基于技术视角挖掘缓

解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的潜在调节机制。
首先,为揭示算法控制不同功能类别对零工工

作者过度劳动差异化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根据工作

要求-资源( job
 

demands-resources,JD-R) 模型构建

了一个双路径模型。 JD-R 模型基于工作设计及工

作特征的要素探讨了高工作要求以及工作资源缺

失情况下的工作压力对个体身心损耗的作用过

程[17-18] 。 工作要求是指个体需要持续付出的身体

或心理层面的因素,工作资源指有助于为个体提供

支持和帮助的因素[19] 。 新近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算

法的嵌入重塑了工作者所面临的关键工作要求和

工作资源,继而影响后续的工作结果[20] 。 也就是

说,算法控制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化劳动管理实

践,会通过影响工作者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可
能对零工工作者身心损耗的负面状态产生影响。
因此,根据研究问题和理论关联性,本研究提出工
作自主性( job

 

autonomy)是零工工作者劳动服务过

程中所需的重要工作资源,因为灵活自主是零工工
作区别于传统工作的重要特征[5] ,而工作不安全感
(job

 

insecurity)是零工工作者劳动服务过程中面临

的关键工作要求,因为在独立承包的任务模式下零

工工作者通常需要自担风险并自负盈亏,并且要求
在按需、波动的市场环境下独立完成任务[4] 。 在此
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一方面,实时追踪和记录零工

工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工作信息,基于指标体系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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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绩效的算法追踪评估大大降低了零工工作者

的工作自主性,面对算法集合多元控制主体对劳动

过程严密细致地记录、监控和评估,零工工作者会

感受到被算法束缚,并且无奈地配合到平台设置的

赶工游戏中剥削自己的时间,损害自己的身心健

康,导致过度劳动[10] 。 另一方面,通过奖励或惩罚

机制促使零工工作者规范自身行为,实现平台期望

目标的算法行为约束通过不断升级赶工游戏难度、
反复试探个体的劳动极限而加剧了零工工作者的

工作不安全感。 面对算法设置的一系列奖惩机制,
零工工作者会担心自己不能达到这些奖惩条件所

标识的要求而被隔离到在线劳动力市场之外,无法

继续接单或获得可观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威胁会

迫使他们不顾及自己的身心极限而持续投入精神

和体力资源,导致过度劳动[21-22] 。 由此可见,算法

追踪评估和算法行为约束作为不同的算法控制机

制会分别重塑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
继而影响其过度劳动。

根据 JD-R 模型,积极工作环境所带来工作资

源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工作要求及其所造成的相关

成本,即工作资源会缓冲工作要求所带来的压力和

损耗[23] 。 此外,本研究尝试进一步拓展 JD-R 模型,
认为工作场所中的资源并非是单一不变的,通过引

入新类型且相关有益的工作资源有助于缓解已有

工作资源的消耗并较少其带来的身心负荷。 因此,
基于技术优化视角,我们提出算法技术规范零工工

作者的劳动服务规则、流程并自动化地指导其高效

完成相关任务是一种有效的技术资源,有助于缓解

低工作资源和高工作要求下零工工作者的过度劳

动困境。 算法规范指导向零工工作者提供有助于

高效且符合规范完成任务的智能化的信息指示和

即时的信息反馈等技术支持资源,一方面会通过增

加零工工作者对自主支持环境的感知而弱化算法

追踪评估给零工工作者带来被监控束缚的感知,另
一方面会通过降低零工工作者任务难度的感知削

弱算法行为约束给零工工作者带来非自愿被算法

自动剔除的感知,进而对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产生

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模

型如图 1 所示。

1　 理论与假设
1. 1　 算法控制与 JD-R 模型
　 　 零工经济依托在线劳动平台 ( online

 

labor
 

platforms)衍生出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即工作者远程

通过平台应用程序( APP)实现与发包任务的顾客

匹配、在线交付劳动服务并由平台算法系统自动验

收评估[5,13] 。 上述工作模式依赖于平台使用人工智

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能算法实时监视和控制零工工作者[24-25] 。 算法本

质上是一种基于统计模型或决策规则而自主决策

的计算公式,它通常以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为目标

而采取行动[15] 。 但与传统算法不同,人工智能算法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能够从成功或失败的案

例中进行自主学习,并且在决策的速度和准确度等

方面显著优于人类[20] 。 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愈发

成熟推动平台创新出一种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控制

机制,从而强化平台在远程且无须人工干预的情

境下对零工工作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的能力。 与传统的组织控制机制不同,算法控制

具有更加全面、即时、个性化、互动性、不透明和去

人性化的鲜明特点[16] 。 并且算法控制是一套复杂

的技术管理系统,既包括对零工工作者的劳动服

务过程进行严格规范和限制,同时也提供了多任

务协同处理和复杂决策等方面的技术支持[3] 。 结

合算法控制的技术属性,本研究有理由认为算法

控制可能以全新且具有颠覆性的方式重塑零工工

作者所面临的工作特征和工作压力,继而影响其

身心健康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算法控制本质上

是一种数字化劳动管理实践,但最终对零工工作

者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他们对算法控制的

感受、认知和评价。
本研究结合 JD-R 模型及其扩展应用的文献来

探讨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的作用机制。
JD-R 模型最早由 Demerouti 等[19] 在研究护工人员

倦怠问题中被提出,用于解释不同压力应激源种类

和倦怠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 根据 JD-R 模型,任
何工作都有影响工作者身心健康及工作状况的独

特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凝结而成的工作特征都可以

被划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工作要求被定义为

需要个体付出相应努力或成本才能完成任务的生

理、心理、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工作要求通常与造成

损耗的消极因素相关,随着研究的深入,工作要求

又可以被细分为挑战型(如时间压力等)和阻碍型

(如工作不安全感);工作资源被定义为工作中对个

体目标实现有益的相关资源,通常工作资源与带来

增益的积极因素相关 ( 如领导支持、工作自主性

等) [23] 。 实际上,JD-R 模型暗含了工作特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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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身心健康的两个潜在的心理过程,即过高的

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的缺乏[26] 。 现有研究表明,
过高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的缺乏所引发的工作

压力会带来消极的工作结果(如疲劳、旷工、低绩

效等) ,而工作资源能够缓冲高工作要求对个体身

心损耗的负面效应[27-28] 。 综上,JD-R 模型提供了
一个合适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 Parent-Rocheleau 和

Parker[20]的观点,本研究将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

全感分别视作零工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工作资源

和工作要求,揭示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算法控制的不

同功能类别如何影响其过度劳动。
1. 2　 算法追踪评估降低工作资源的路径
　 　 算法追踪评估强调算法系统实时监控、记录和

评估零工工作者是否具有偏离系统预设标准行为

的过程,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降低零工工作者提供劳

动服务过程中自发表现出违背平台期望或规范的

风险[29] 。 根据 JD-R 模型,个体能够自己安排工作、
作出决策以及选择工作方式的自主性已被确定为

一种与工作相关的重要资源[30] 。 本研究认为算法

追踪评估会带来自主资源损耗,零工工作者感知到

算法追踪评估会减少其对工作自主性的感受、认知

和评价。 具体理由如下:尽管平台构建了一个没有

现场监管者的工作环境,但这种表面上的自由是

“虚假的”,隐藏在 APP 背后的是算法系统更加严

密、全方位的监控[4] 。 一方面,零工工作者在劳动

服务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几乎完全暴露在算法的监

控下,这会限制他们与顾客互动时的情绪、行为表

现。 例如,Uber 通过车载监控设备实时监控司机出

行途中的不安全行为,当算法系统根据车联网数据

监测到司机危险驾驶后会通过 APP 向司机推送安

全信息[25] 。 此外,美团平台要求外卖骑手在配送途

中开启智能语音助手,按照智能语音系统的提示标

准化完成接单、上报等每一个步骤[31] 。 另一方面,
零工工作者在劳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是

被实时追踪和评估的,这些海量的细颗粒度的数据

为算法强大的监控和分析能力提供了支持[16] 。 例

如,国内某网约车平台的车联网系统能够记录司机

的制动反应时间、刹车距离、地理位置、行驶速度、
甚至车辆维护信息等数据,这些数据都被算法综合

计算并评估后向平台和司机进行反馈,最终会被用

于考核司机的出行表现。 已有研究表明,绩效监控

实践的强度与更低的自主性相关[32] ,智能化、数据

驱动的算法增强了平台对零工工作者的控制,限制

其工作自主性。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与工

作自主性负相关。
承接上述推断,本研究进一步认为自主资源的

损耗可能会导致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 在 JD-R 模

型的理论框架下,工作自主性作为重要的个体资源

有利于减轻工作者的压力,缓解疲劳,并提高个人

幸福感[26,33] 。 与之相反,工作自主性的缺失会导致
情绪耗竭和较低的工作满意度,长期处于低自主的

工作环境会诱发个体精神和身体的紧张状况[34-35] 。
过度劳动强调工作者超额劳动而诱发疲劳蓄积并

且无法轻易得到缓解的一种身心状态[9] 。 自主性

的降低一方面会促使零工工作者被迫接受平台算

法系统设置的劳动时间规则,他们为了获得平台提

供的技术、信息、工作机会等资源[5] ,通常会在完成
碎片化订单的利益诱饵的吸引下接受算法控制带

来的强控制和束缚,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并接受全天

候在线工作的安排[11] ,进而导致超高强度和超长时

间的过劳状态;另一方面算法不断“蚕食”零工工作

者自主空间,削弱了他们抵抗的意愿[4] ,零工工作

者在戴上“算法镣铐”的情况下,不得已以自我时间

的牺牲辛勤劳动。 长期投入过多身心资源、承担风

险与时间赛跑的紧张损耗状态下会给他们带来难

以通过简单休憩得到恢复的严重疲劳,甚至损害身

心健康。 综上,算法追踪评估会导致“虚假自由”、
自主资源损耗进而造成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 据

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通过

抑制工作自主性,进而导致过度劳动。
1. 3　 算法行为约束提升工作要求的路径
　 　 算法行为约束强调算法系统根据内置的评判
标准对零工工作者进行评级、奖励或惩罚,当达到

或超过标准时会获得高评级和奖励,相反,未达到

标准则会扣除评分并被惩罚,以激励零工工作者

呈现更好的服务表现[24-25] 。 根据 JD-R 模型,个体
如果感到无力维持现有工作以获取连续性,继而

基于这种可能丧失工作的威胁而产生的不安全感

已被确定为工作要求下的常见压力源之一[36] ,本
研究认为,算法行为约束营造的高工作要求下的

竞争氛围会导致零工工作者对维持现有工作感到

不确定性,他们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会增强其

对工作威胁的感受、认知和评价。 具体理由如下:
尽管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更加高效地匹配在线劳动

力市场上的供需双方,零工工作者能够自由进出,
但巨大灵活性的背后是以工作高度不确定性和不

稳定性为代价的[37] ,算法加剧了这一状况。 一方

面,算法行为约束带来的高要求不断挑战工作者

的身心极限,由于零工工作者完成工作任务的难

度在算法持续优化的情况下不断升高,导致他们

愈发难以达到标准,进而增加其担心竞争被淘汰

的不安全感。 例如,美团平台的算法在压缩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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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永不满足,“游戏” 难度在算法的复杂运算

下不断升级,当外卖骑手不断挑战自身劳动极限

完成现有任务后,等待骑手的是算法优化后计算

出新的更高要求[4] 。 另一方面,算法行为约束设

置的评级、奖励和惩罚机制(如排名、派单倾斜和

服务分数等) 均与零工工作者的任务完成情况挂

钩,当零工工作者在高工作要求下频繁面对任务

不达标时,可能导致系统排名靠后、更少的现金奖

励和严格的系统惩罚,长此以往,自然而然会感到

挫败并诱发其对失去这份工作的担忧。 总之,零
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导致他们对于工

作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感受更强烈。 据

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与工

作不安全感正相关。
承接上述推断,本研究进一步认为工作不安全

感可能会导致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 在 JD-R 模型

的理论框架下,工作不安全感作为工作中消耗个体

精力的消极因素,已被证明与工作满意度、工作投

入等呈负相关,长期处于担心失去工作的不安全状

态会诱发耗竭、焦虑、抑郁和头痛等不健康的结

果[36] 。 既有研究表明,经历工作不安全感的个体会

被激励采取防止失去当前工作的行为,主要通过增

强他们的努力和业绩以充分展示自我价值[38] 。 当
零工工作者基于算法评级、奖励和惩罚机制对当前

工作环境造成潜在威胁时,由于担心不确定性的算

法系统对他们的声誉和收入产生负面影响[21] ,具有

较低话语权的工作者为了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以

保障正常的生活开支,只得更加努力工作(如延长

工作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 来提升服务绩效,以此

减弱或消除危机感[39] ,持续高强度的压力会引发睡

眠不足、身心俱疲等诸多过劳问题。 综上所述,零
工经济天然具有灵活不稳定的特点,算法行为约束

进一步强化了导致零工工作者不安全感的不确定

因素,促使他们拼命赶工造成过度劳动。 据此,提
出如下假设:

H4 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通过

诱发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导致过度劳动。
1. 4　 一种技术支持资源:算法规范指导的调节作用
　 　 在有关算法控制的现有文献中,主流观点围
绕算法技术是平台资本“压榨”零工工作者劳动力

的辅助手段进行争论[4,11,21] 。 但是,本研究挑战了

算法控制总是消极这一主流假设,认为理论界应

该将算法作为领先的“技术伙伴”的积极属性剥离

出来,辩证全面地理解这一新兴的数字化劳动管

理实践。 过去近百年,组织始终在探索各种方法,
释放技术的潜力,将人类从重复的任务中解放出

来,实现更好的决策。 在大数据收集和机器学习

技术的共同推动下,算法在获取海量数据后持续

学习、适应和决策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使得算法

能够为人类提供更高级的决策支持以及完成更复

杂的任务[40-41] 。 在零工经济领域,尽管缺少上级
主管或同事支持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带来负面影

响,但平台算法系统凭借其信息获取、分析和处理

的能力却展现出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优势[16] ,通过
向零工工作者提供重要的工作资源以指导他们按

照要求和规范高效地完成任务安排,这一过程被

称为算法规范指导[3] 。 根据 JD-R 模型,工作资源
能够缓解高工作要求对个体的损耗,本研究基于

上述基本假设,尝试拓展 JD-R 模型,认为引入新

的相关工作资源将有助于抑制现有工作资源的损

耗并且减少其带来的相关成本。 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将算法规范指导视作一种技术资源,提出

其能够缓解高工作要求和低工作资源下零工工作

者的过劳状态。
首先,尽管算法持续隐蔽地追踪评估使零工工

作者感到被束缚和控制,导致其自主资源的损耗。
但是,平台又通过算法系统灵活的工作设计重塑了

零工工作者自主的工作环境,具体表现为算法系统

所提供的机会、信息和反馈等自主支持资源[3] ,这
些资源缓解了算法细致、严密记录、监控和评估下

对工作自主性产生的负面评价。 例如,Uber 平台的

算法系统能够根据全球 GPS 定位技术识别和预判

出行路况并向司机推荐最佳路线,以避免堵车、交
通事故等任务风险,同时司机也被允许根据自己的

经验判断结合算法推荐的信息综合自主地选择合

理路线,大大提升了出行效率[25] 。 其次,尽管算法

愈发严格的行为约束使零工工作者感到工作要求

和完成任务难度更大,因而对持续完成这份工作产

生不安全感。 但是,算法系统作为零工工作者的

“技术伙伴”又通过提供关键性的工作资源帮助他

们克服在线劳动服务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以帮助

他们顺利实现既定目标[3] ,这些资源缓解了算法高
要求下所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 例如,与传统巡游

车相比,网约车平台通过算法系统精准、即时地匹

配乘客,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上街揽客的难度,并减

少了网约车司机巡客的成本。 此外,对于路况不清

晰的司机而言,平台导航系统会准确地帮助你规划

路线并指明道路,帮助司机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乘客

安全送达目的地。 对于网约车司机而言,算法技术

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司机的工作难度,相反还

提升了司机的便捷性。 总之,当零工工作者感知到

算法规范指导提供的技术支持资源时,会分别缓解

算法追踪评估带来的低工作自主性和算法行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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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导致的高工作不安全感。
由前述推断可知,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全感

分别在零工工作者感知的算法追踪评估和算法行

为约束影响过度劳动的双路径之间分别起着差异

化的间接效应。 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地提出被调

节的中介效应假设,即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

踪评估通过工作自主性影响过度劳动的工作资源

路径、算法行为约束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影响过度劳

动的工作要求路径均会受到算法规范指导的调节

影响。 当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较高

时,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均被削

弱;当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较低时,
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均被增强。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5 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削弱

了算法追踪评估与工作自主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5a),削弱了算法追踪评估通过工作自主性与过度

劳动之间的正向间接关系(5b)。
H6 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削弱

了算法行为约束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6a),削弱了算法行为约束通过工作不安全感与

过度劳动之间的正向间接关系(6b)。

2　 研究方法
2. 1　 样本和程序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考虑到样

本代表性的问题,数据采集自“珠三角” 地区 3 家

典型在线劳动平台(分别涉及共享出行、外卖配送

和即时配送业务) 的零工工作者。 遵循理论界的

建议,本研究采取三波时滞( 每两次间隔 4 周左

右)的方式收集数据。 得益于研究团队前期在实

地调查中与上述三家平台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
由平台区域主管推荐和联系“珠三角”地区的劳动

力服务承包商(第三方机构) 负责人,向其详细介

绍本次调研的目的和需要,达成一致后由负责人

在线发布公告招募志愿者,最终共计 1200 名零工

工作者参与调研,并通过问卷星软件在线填写问

卷。 为实现纵向追踪的数据收集,本研究根据零

工工作者提供的支付宝账号进行编码,完成后会

发放红包。
第一轮调研收集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

踪评估、算法行为约束、算法规范指导、时间压力和

人口统计学变量数据,共发放 1190 份问卷,实际收

回 1151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6. 723%;第二轮调

研收集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性、工作不安全感数

据,共发放 1151 份问卷,实际收回 1090 份有效问

卷,有效率为 94. 700%;第三轮调研收集零工工作

者的过度劳动数据,共发放 1090 份问卷,实际收回

1004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2. 110%。 在 1004 份

完整问卷中,男性 641 名(占 63. 845%),年龄超过

30 周岁 476 名 ( 占 47. 410%), 全职 712 名 ( 占

70. 916%),日 均 在 线 时 长 超 过 8 小 时 432 名

(占 43. 028%)。
2.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选取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并结合研

究情境适当调整相关表述后进行测量,英文量表严

格按照“翻译-回译”的程序确保准确性。 所有量表

采用李克特 5 点法进行评分,以此从完全不符合(1
分)到完全符合 ( 5 分),数值越高代表符合程度

越高。
感知算法控制:选取裴嘉良等[3] 开发的感知算

法控制量表进行测量。 该量表包括 3 个子量表,采
用 4 题项测量算法追踪评估,代表题目为“算法实

时追踪定位我的地理位置”;采用 3 题项测量算法

行为约束,代表题目为“算法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划

分等级并在平台内进行排名”;采用 4 题项测量算

法规范指导,代表题目为“算法向我提供大量与完

成工作任务相关的信息支持”(α= 0. 819,α= 0. 820,
α= 0. 824)。

工作自主性:选取 Morgeson 和 Humphrey[42] 开

发的 9 题项量表进行测量。 代表题目为“我能自己

决定用什么方式完成工作任务” “这份工作让我拥

有独立和自由”(α= 0. 860)。
工作不安全感:选取 Hellgren 和 Sverke[43] 开发

的 3 题项量表进行测量。 代表题目为“我担心随时

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 “失去这份工作的想法让我

很担忧”(α= 0. 833)。
过度劳动:选取日本厚生劳动省[44] 发布的《劳

动者的疲劳积蓄度自我诊断调查表》进行测量。 该

量表共 20 个问题,代表题目为“工作时经常注意力

不集中”“早上起床感到出奇的累”(α= 0. 865)。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除了对零工工作者

的性别、年龄、职业类型和日均在线时长等常见的

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控制外,考虑到时间压力对工

作中的紧张、疲惫和倦怠有正向预测作用[45] ,我们

还选取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时间压力作为控制变

量。 选取 Van
 

Emmerik 和 Jawahar[46] 开发的 5 题项

量表测量时间压力,代表题目为“我没有时间放松”
“我一直在工作中奔波”(α= 0. 853)。

3　 结果分析
3. 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本研究除了采取纵向滞后的数据收集方式

外,还在调研过程中采取详细说明研究目的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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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被试顾虑、不记名评价、对不同变量进行区隔等

方法严格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此外,根据

理论界的建议[47] ,我们还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

法对测量结果进行检验,数据表明,未获得单一因

子且首个主成分对变异解释为 18. 012%,低于

40%的临界值。 综上,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并不严重。

3. 2　 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区分效度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使用

Mplus
 

8. 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如表 1 所示,
相比其他模型,六因子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效果最

佳(χ2 = 1821. 343,df= 845,CFI = 0. 931,TLI = 0. 927,
RMSEA= 0. 034,SRMR= 0. 037),说明变量之间具有

明显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1　 Confirmative
 

factors
 

analysis
模型 χ2 df Δχ2(Δdf) CFI TLI SRMR RMSEA

六因子模型 1821. 343 845 — 0. 931 0. 927 0. 037 0. 034
五因子模型 3016. 121 850 1194. 778(5) 0. 847 0. 838 0. 063 0. 050
四因子模型 4379. 926 854 2558. 583(9) 0. 752 0. 737 0. 075 0. 064
三因子模型 5720. 402 857 3899. 059(12) 0. 658 0. 639 0. 092 0. 075
二因子模型 6868. 341 859 5046. 998(14) 0. 577 0. 555 0. 099 0. 083
单因子模型 9187. 712 860 7366. 369(15) 0. 414 0. 384 0. 108 0. 098

　 　 注:
 

N= 1004。 下同。 五因子模型将算法追踪评估和算法行为约束合并;四因子模型将算法追踪评估和算法行为约束合
并,并将算法规范指导和工作自主性合并;三因子模型将算法追踪评估、算法行为约束和工作不安全感合并,并将算法规范指
导和工作自主性合并;二因子模型将算法追踪评估、算法行为约束、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合并,并将剩余变量合并;单
因子模型将所有变量合并。

3.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

阵如表 2 所示。 结果表明,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

法追踪评估与工作自主性显著负相关( r = -0. 322,
p<0. 01)、与过度劳动显著正相关 ( r = 0. 246, p <
0. 01);工作自主性与过度劳动显著负相关 ( r =

-0. 255,p<0. 01);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

束与工作不安全感显著正相关( r= 0. 217,p<0. 01)、
与过度劳动显著正相关( r= 0. 326,p<0. 01);工作不

安全感与过度劳动显著正相关( r= 0. 383,p<0. 01)。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符合预期,为假设检验提

供了初步证据。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性别 —
年龄 0. 048 —
职业类型 0. 002 -0. 014 —
日均在线时长 -0. 016 0. 017 -0. 116∗∗ —
时间压力 -0. 044 -0. 093∗∗-0. 010 0. 046 (0. 853)
算法追踪评估 -0. 004 -0. 008 0. 014 0. 007 0. 065∗ (0. 819)
算法行为约束 -0. 013 0. 012 -0. 002 0. 020 0. 078∗ 0. 037 (0. 820)
工作自主性 0. 022 0. 014 -0. 047 0. 016 -0. 056 -0. 322∗∗ -0. 018 (0. 860)
工作不安全感 0. 086∗∗ 0. 080∗ -0. 005 0. 117∗∗ 0. 249∗∗ 0. 019 0. 217∗∗ -0. 057 (0. 833)
算法规范指导 0. 021 -0. 014 0. 063∗ 0. 019 -0. 050 -0. 021 -0. 013 0. 152∗∗ -0. 105∗∗ (0. 824)
过度劳动 -0. 008 0. 016 0. 053 0. 051 0. 207∗∗ 0. 246∗∗ 0. 326∗∗ -0. 255∗∗ 0. 383∗∗ -0. 042 (0. 865)
M 1. 362 2. 702 1. 291 3. 130 3. 859 3. 824 3. 738 3. 898 3. 707 3. 543 3. 790
SD 0. 481 1. 373 0. 454 1. 327 0. 763 0. 828 0. 871 0. 700 0. 782 0. 890 0. 543
　 　 注:

 ∗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下表同。 对角线括号内的数值为各变量的信度系数。 M 指均值,SD
指标准差。

3. 4　 假设检验
　 　 如表 3 层次回归结果显示,零工工作者感知到

的算法追踪评估对工作自主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M2,β= -0. 319,p<0. 001),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

算法行为约束对工作不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M4,β= 0. 196,p< 0. 001) ,因此,假设 1 和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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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支持。 进一步地,检验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

安全感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工作自主性与过

度劳 动 呈 显 著 负 向 关 系 ( M7, β = - 0. 188, p <
0. 001) ,并且使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发现,零工

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通过工作自主性影

响过度劳动的间接效应值为 0. 060,95%的置信区

间为[0. 041,0. 082] ,不包括 0,假设 2 得到支持;
工作不安全感与过度劳动呈显著正向关系( M9,

β= 0. 301,p<0. 001) ,同上使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

验发现,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通过

工作不安全感影响过度劳动的间接效应为 0. 059,
95%的置信区间为[0. 038,0. 084] ,不包括 0,假设

4 得到支持。 综上,说明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全

感分别在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算
法行为约束与过度劳动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均

显著。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控制变量
工作自主性 工作不安全感 过度劳动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性别 0. 019 0. 019 0. 094∗∗ 0. 096∗∗ 0. 000 0. 000 0. 004 0. 003 -0. 026
年龄 0. 007 0. 006 0. 098∗∗ 0. 094∗∗ 0. 036 0. 036 0. 037 0. 030 0. 001
职业类型 -0. 045 -0. 041 0. 011 0. 011 0. 062∗ 0. 058 0. 050 0. 061∗ 0. 058∗

日均在线时长 0. 014 0. 016 0. 106 0. 103∗∗ 0. 048 0. 047 0. 050 0. 043 0. 012
时间压力 -0. 056 -0. 035 0. 257∗∗∗ 0. 242∗∗∗ 0. 208∗∗∗ 0. 193∗∗∗ 0. 187∗∗∗ 0. 184∗∗∗ 0. 111∗∗∗

自变量

算法追踪评估 -0. 319∗∗∗ 0. 232∗∗∗ 0. 172∗∗∗

算法行为约束 0. 196∗∗∗ 0. 310∗∗∗
 

0. 251∗∗∗

中介变量

工作自主性 -0. 188∗∗∗

工作不安全感 0. 301∗∗∗

F 1. 207 19. 981∗∗∗ 20. 237∗∗∗ 24. 883∗∗∗ 10. 365∗∗∗ 19. 098∗∗∗ 22. 163∗∗∗ 28. 200∗∗∗ 41. 101∗∗∗
 

R2 0. 006 0. 107 0. 092 0. 130 0. 049 0. 103 0. 135 0. 145 0. 224
ΔR2 0. 006 0. 101∗∗∗ 0. 092 0. 038∗∗∗ 0. 049 0. 054∗∗∗ 0. 032∗∗∗ 0. 096∗∗∗

 

0. 079∗∗∗
 

　 　 表 4 模型 11、13 的结果表明,零工工作者感知

到的算法追踪评估与算法规范指导的交互项正向

影响工作自主性(β = 0. 127,p<0. 001),零工工作者

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与算法规范指导的交互项

负向影响工作不安全感(β = -0. 107,p<0. 001)。 为

更清晰地观察算法规范指导高于和低于一个标准

差水平下算法追踪评估和工作自主性的关系、算法

行为约束和工作不安全感的关系,分别绘制简单斜

率图(见图 2a、图 2b)。 图 2a 表明,当零工工作者感

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较高时,算法追踪评估对工作

自主性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弱 ( β = - 0. 188, p <
0. 001),当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较低

时,算法追踪评估对工作自主性的负向影响作用更

强(β= -0. 442,p<0. 001
 

),并且在高低水平下的调

节作用有显著差异(β= 0. 254,p<0. 001),假设 5(a)
得到支持;同时,图 2b 表明,当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

算法规范指导较高时,算法行为约束对工作不安全

感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β = 0. 083,p
 

>
 

0. 05),当零

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较低时,算法行为

约束对工作不安全感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 β =
0. 296,p<0. 001),并且在高低水平下的调节作用有

显著差异( β = - 0. 213,p< 0. 001),假设 6 ( a) 得到

支持。
进一步地,本研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

验。 表 5 结果显示,当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

范指导处于均值以下时,算法追踪评估通过工作自

主性影响过度劳动的间接效应显著 ( 效应值 =
0. 083,95%置信区间为[0. 057,0. 115],不包含 0),
而在均值以上时,上述间接效应更弱 ( 效应值 =
0. 035,95%置信区间为[0. 021,0. 053],不包含 0),
并且两种情况下差异效应值为 0. 059,95%置信区

间为[0. 040,0. 081],不包含 0,假设 5( b) 得到支

持;同时,当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处

于均值以下时,算法行为约束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影

响过度劳动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 = 0. 089,95%
置信区间为[0. 057,0. 126],不包含 0),而在均值以

上时,上述间接效应被削弱不显著(效应值= 0. 025,
95%置信区间为[ -0. 001,0. 053],包含 0),并且两

种情况下差异效应值为 0. 057, 95% 置信区间为

[0. 037,
 

0. 081],不包含 0,假设 6(b)得到支持。 综

上,说明工作自主性在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

踪评估与过度劳动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工作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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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oderation
 

effect
 

test

控制变量
工作自主性 工作不安全感

M1 M10 M11 M3 M12 M13
性别 0. 019 0. 016 0. 018 0. 094∗∗ 0. 098∗∗ 0. 091∗∗

年龄 0. 007 0. 009 0. 012 0. 098∗∗ 0. 092∗∗ 0. 098∗∗

职业类型 -0. 045 -0. 050 -0. 047 0. 011 0. 017 0. 012
日均在线时长 0. 014 0. 011 0. 005 0. 106∗∗ 0. 105∗∗∗ 0. 097∗∗

时间压力 -0. 056 -0. 028 -0. 032 0. 257∗∗∗ 0. 237∗∗∗ 0. 234∗∗∗

自变量

算法追踪评估 -0. 316∗∗∗
 

-0. 315∗∗∗

算法行为约束 0. 195∗∗∗
 

0. 189∗∗∗

调节变量

算法规范指导 0. 147∗∗∗ 0. 147∗∗∗ -0. 095∗∗ -0. 091∗∗

交互项

算法追踪评估×算法规范指导 0. 127∗∗∗

算法行为约束×算法规范指导 -0. 107∗∗∗
 

F 1. 207 21. 013∗∗∗ 21. 186∗∗∗ 20. 237∗∗∗ 23. 007∗∗∗ 21. 928∗∗∗

R2 0. 006 0. 129 0. 146 0. 092 0. 139 0. 150
ΔR2 0. 006 0. 123∗∗∗ 0. 017∗∗∗ 0. 092 0. 047∗∗∗ 0. 011∗∗∗

图 2a　 算法规范指导调节算法追踪评估与工作
自主性关系效果

Figure
 

2a　 Moderating
 

effect
 

of
 

algorithmic
 

standardized
 

guida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gorithmic
 

tracking
 

evaluation
 

and
 

job
 

autonomy

图 2b　 算法规范指导调节算法行为约束与工作
不安全感关系效果

Figure
 

2b　 Moderating
 

effect
 

of
 

algorithmic
 

standardized
 

guida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gorithmic
 

behavioral
 

constraint
 

and
 

job
 

insecurity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Test
 

of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调节变量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算法追踪评估×算法规范指导→
工作自主性→过度劳动

算法行为约束×算法规范指导→
工作不安全感→过度劳动

M-SD 0. 083 0. 015 0. 057,
 

0. 115
M 0. 059 0. 010 0. 040,

 

0. 081
M+SD 0. 035 0. 008 0. 021,

 

0. 053
M-SD 0. 089 0. 017 0. 057,

 

0. 126
M 0. 057 0. 011 0. 037,

 

0. 081
M+SD 0. 025 0. 014 -0. 001,

 

0. 053
　 　 注:

 

如果置信区间 CI 不包括 0,则说明效应显著,反之则不显著。

全感在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与过度

劳动之间的中介效应均取决于零工工作者感知到

的算法规范指导。

4　 结论与讨论
4.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 1004 名零工工作者为样本,基于 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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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模型构建并检验了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

评估、算法行为约束与其过度劳动之间被调节的中

介效应模型,探讨了作为工作资源的工作自主性、
作为工作要求的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以及感

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首

先,感知算法控制作为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一种数

字化平台管理实践,其中,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

会通过抑制工作自主性,进而导致零工工作者的过

度劳动;而感知到的算法行为约束则会通过诱发工

作不安全感,进而导致零工工作者的过度劳动。 其

次,尽管算法控制实践中的追踪评估和行为约束会

加剧零工工作者的过度劳动,但感知到的算法规范

指导会负向调节算法追踪评估与工作自主性的关

系、算法行为约束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关系。 最后,
我们还发现感知到的算法规范指导进一步地调节

了算法追踪评估通过工作自主性影响过度劳动的

间接效应、算法行为约束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影响过

度劳动的间接效应。
4. 2　 理论意义
　 　 本研究对零工经济下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控
制、JD-R 理论、过度劳动等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理论

意义。 第一,本研究在个体微观层面发掘并实证检

验了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控制导致零工工作者过

度劳动的作用“黑箱”。 已有研究表明,以算法为代

表的数字控制是导致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的主要

技术动因[4-5,11] 。 但是,纵观已有研究,目前关于上

述问题的理论探讨几乎全部是定性的,并且缺少合

适的理论视角解释算法控制导致零工工作者过度

劳动的心理认知“黑箱”,这导致理论界对于算法-
零工工作者交互过程中何种因素会导致工作者过

劳状态的认识尚不清晰。 本研究将以算法为代表

的数字控制视作零工工作者在线劳动服务情境下

重要的压力源,引入用于解释压力问题的 JD-R 模

型,探索了降低工作资源和提升工作要求两条不同

的消极解释路径。 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三阶段、
多时点的纵向问卷调查方法发现:零工工作者对于

强调监控、记录和评估的算法追踪评估的感知会损

耗自主资源,通过抑制工作自主性导致过度劳动;
零工工作者对于强调评级、惩罚和奖励的算法行为

约束的感知会提高任务难度,通过增加工作不安全

感导致过度劳动。 总之,本研究率先从理论和实证

方面系统探究了算法控制影响零工工作者过度劳

动的心理认知“黑箱”。
第二,本研究识别出具有不同类别功能的算法

对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效应。
已有多数研究表明,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控制会对

零工工作者产生消极影响,例如睡眠不足[21] 、任务

不稳定[22] 、工作焦虑[29] 和自主性悖论等[5] 。 然而,
纵观已有研究,目前关于算法控制影响效应的研究

发展是极其不细致和不均衡的。 首先,现阶段对于

算法控制的认识和理解是较为笼统的,学者们未能

识别出不同类别功能的算法是如何对零工工作者

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应。 其次,对于算法控制消极

影响效应的广泛探讨可能导致研究人员和管理者

过度强调算法控制的“阴暗面”,而忽视其作为技术

驱动的数字化劳动管理实践的积极面,过多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平台算法技术的优化和改进。
事实上,目前少数新近研究逐渐开始将算法技术的

积极属性剥离出来,例如算法控制通过影响挑战性

压力评估对零工工作者服务绩效产生积极效应[3] ;
基于算法合理的工作游戏化设计会通过影响心流

体验对零工工作者的工作卷入有积极效应[10] 。 鉴
于此,在裴嘉良等[3] 提出的感知算法控制的构念维

度的基础上,如上所述,本研究进一步地澄清了零

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追踪评估、算法行为约束和

算法规范指导对其过度劳动的差异化影响效应。
第三,本研究揭示出算法规范指导作为技术支

持资源对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潜在的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重点围绕算法控制的实践类型及影响效

应展开探讨[16] ,但鲜有研究关注何种条件下算法控

制的消极效应会被减弱以及积极效应会被增强,对
于算法控制影响效应边界条件问题的忽视不利于

平台在管理实践中进行有效干预,对于算法控制这

一新兴数字化劳动管理实践 “ 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 最新的文献综述尝试从算法系统的透明度、
公平性以及人工干预(如工作者多大程度上能够控

制算法系统等)等视角提出调节算法控制影响效应

的关键变量类别,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框架性的指

导[20] 。 本研究从技术优化的视角出发,挑战了现有

研究中“算法控制总是消极的”这一主流假设,基于

JD-R 模型,创新性地将零工工作者感知到的算法规

范指导作为一种积极的技术支持资源用以缓解他

们在低工作资源和高工作要求下的过劳状态。 通

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对于感知到算法规范指导更高

的零工工作者而言,算法追踪评估对其工作自主

性、算法行为约束对其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效应均

会被削弱,并且其影响过度劳动的间接双路径效应

也会被削弱。 总之,算法规范指导作为一种有效的

技术支持资源对算法控制影响效应的调节机制进

行了有益的补充。
第四,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 JD-R 模型。 以往

基于 JD-R 模型的压力相关研究表明,工作自主性

作为重要的工作资源能够缓解工作者的压力[26,33] ,
而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工作要求则会消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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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个人精力[36] 。 本研究将零工经济下最具代表

性的算法控制嵌入到 JD-R 模型中,通过工作者对

数字技术的感知视角,构建并检验了算法追踪评

估、算法行为约束分别通过影响工作自主性、工作

不安全感而导致过度劳动的工作资源、工作要求间

接路径,拓展了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前因

研究。 此外,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工作资源对于缓冲

高工作要求的作用,例如社会支持、绩效反馈、员工

培训等有助于应对工作环境中的压力因素[48] ,但目
前尚不清楚这些资源能否作为一种资源补充缓解

个体工作资源的损耗。 因此,需要探讨一种具有替

代性质的有效工作资源,为面对资源损耗的个体提

供帮助。 本研究认为引入新的相关工作资源将有

助于抑制现有工作资源的损耗、缓冲现有工作要求

的压力,其重点在于这种新的工作资源与影响现有

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的因素的相关性。 如前所述,
本研究将算法规范指导作为一种相关的技术支持

资源,并探讨了算法规范指导与算法追踪评估、算
法行为约束的交互影响。 研究发现进一步增强了

JD-R 模型的理论解释性。
4. 3　 实践启示
　 　 以大数据、机器学习技术等为基础的平台算法
在极大优化零工工作者在线劳动服务过程的同时,
不断挑战个体极限,导致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控制

下的过度劳动现象频发。 本研究结论对此提供了

重要的实践启示:第一,灵活自主是大多数零工工

作者加入平台付出劳动的首要动因,然而事实却与

之相悖。 本研究发现,尽管零工工作者享有一定的

自主权[49] ,但在算法严密持续的监控、记录和评估

下,其在线劳动服务过程处处受限,实质的工作自

主性被剥夺,进而被迫无奈地选择在平台操纵的劳
动游戏中进行劳动强化,导致过劳问题[5,11] 。 因此,
本研究建议平台优化具有监控、记录和评估属性的

算法系统,通过赋予零工工作者实质的劳动时间、
方式、强度等方面的控制权(如在符合平台规范的

前提下允许零工工作者按照自己的经验方式完成

任务),避免在算法主导的“全景监控”下零工工作

者自主资源持续损耗带来的潜在危害。 第二,灵活

的工作安排具有潜在的消极影响(如不稳定的任

务、经济不安全等) [50] ,这种工作特征给零工工作者
带来了不确定性极高的工作环境。 本研究发现,在
算法严格的评级、惩罚和奖励规则下,完成任务的

要求和难度逐渐提升[31] ,导致零工工作者担心任务
失败、丧失工作机会而不断进行劳动强化,导致过

劳问题。 因此,本研究建议平台全方位、科学地考

核零工工作者的服务绩效,不得以“最严算法”作为

唯一标准,应该充分考虑零工工作者的基本权益需

求,优化算法系统,适当选择能够平衡效率和公平

性的激励方式。 第三,本研究揭示了算法规范指导

是缓解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控制消极影响的关键

调节因素。 对于零工工作者而言,在缺少管理者支

持的工作环境下,算法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优势逐渐

成为他们的“工作伙伴”,不仅通过提供机会、信息

和反馈等自主支持资源以缓解低算法监控、记录和

评估导致的低工作自主性的情况,还通过技术支持

提供的关键性工作资源(如精准的导航信息等)缓

解算法评级、奖励和惩罚导致的高工作不安全感的

情况。 因此,本研究建议平台要以“科技向善”为算

法设计、开发和应用的指导思想,通过算法技术向

零工工作者提供更多必要的支持和帮助[16] ,以促使

他们获得更高的职业获得感和成就感。
4. 4　 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期望在未来研究

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一,研究设计和方法上,为尽

可能地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导致的不利影响,本研究

采用纵向三阶段的研究设计进行数据采集工作,提
高了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推断的说服力。 但单一数

据来源的研究设计仍无法完全避免零工工作者自

我评价时可能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建议未

来研究考虑更加多元化的数据来源进行更加全面

的讨论和论证。 例如,过度劳动的测量可以尝试通

过工作者周平均工作时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规定的标准工作时间①的比值来客观测度。 此

外,本研究关注整个零工工作群体过度劳动的一般

性问题,并未对不同平台类型的工作群体(如网约

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进行差异化对比分析,未来研

究可以尝试区分不同的样本群体深入分析。
第二,理论框架和模型构建上,本研究借鉴压

力研究领域主流的 JD-R 模型作为理论框架来探讨

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控制影响零工工作者过度劳

动的前沿议题,重点考察了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不安

全感分别作为工作资源路径和工作要求路径的关

键解释机制。 但在 JD-R 模型中仍有一些关键的工

作资源(如角色清晰度、工作反馈等) 和工作要求

(如工作负担和情绪劳动等)在本研究构建的理论

模型中没有得到体现[28] ,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化研

究。 此外,未来研究需要创新理论视角(如资源保

存理论、自我控制理论和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等),
深刻理解和全面认识算法控制下零工工作者过度

劳动这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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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工时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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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调节机制的挖掘上,本研究创新性地提

出算法规范指导作为一种技术支持资源能够有效

缓解算法控制下零工工作者过度劳动的消极效应。
但技术的优化、创新和完善需要平台考虑复杂的成

本、效益和能力等各个方面,其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跳出”技

术优化的思路框架, 考虑先从人为影响 ( human
 

influence)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参与式的算法控制

(如对零工工作者收集哪些方面应该且能够被监控

的信息)、选择式的算法控制(如在算法控制系统中

设置某些功能模块可以被零工工作者自由选择)以

及监督式的算法控制(如算法审查专业人员负责监

督、控制、审计和修改管理平台算法,以从第三方的

立场对不公正或错误的算法提出异议和解决方

案) [20] 。 此外,零工工作者对 AI 算法决策是否信任

也会影响双方之间人机协同的效果[41] ,可能会加剧

他们对使用算法的厌恶,继而弱化了算法技术的支

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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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like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and
 

mobile
 

Internet,
 

along
 

with
 

improvements
 

in
 

mass
 

consumption
 

and
 

the
 

rise
 

of
 

individual
 

value,
 

has
 

encourag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gig
 

workers
 

to
 

fi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based
 

on
 

online
 

labor
 

platforms.
 

This
 

is
 

known
 

as
 

the
 

“ digital
 

gig
 

economy,”
 

which
 

is
 

an
 

online
 

labor
 

market
 

driven
 

by
 

a
 

digital
 

connected
 

economic
 

system.
 

Algorithms,
 

however,
 

pose
 

a
 

threat
 

to
 

gig
 

workers′
 

legal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logical
 

and
 

optimal
 

solution
 

of
 

algorithms,
 

the
 

management
 

control
 

of
 

online
 

labor
 

platforms
 

over
 

gig
 

workers
 

has
 

reached
 

an
 

unparalleled
 

level.
 

In
 

other
 

words,
 

gig
 

workers
 

are
 

facing
 

the
 

sufferings
 

of
 

overwork
 

with
 

excessive
 

labor
 

intensity,
 

pressure,
 

and
 

risk.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overwork
 

among
 

gig
 

workers
 

under
 

algorithmic
 

control
 

logic
 

is
 

therefore
 

urgently
 

practical.
 

Unfortunately,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been
 

clear
 

about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algorithmic
 

control
 

with
 

various
 

functions
 

on
 

gig
 

workers,
 

which
 

leads
 

to
 

a
 

mainstream
 

view
 

that
 

“the
 

effect
 

of
 

algorithms
 

on
 

gig
 

workers
 

is
 

always
 

negative”
 

in
 

current
 

studies,
 

and
 

ignoring
 

the
 

potential
 

positive
 

effects
 

of
 

algorithms.
To

 

address
 

these
 

gaps,
 

based
 

on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
 

Our
 

study
 

explores
 

whether
 

and
 

how
 

three
 

differen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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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lgorithmic
 

control—namely,
 

algorithmic
 

standardized
 

guidance,
 

algorithmic
 

tracking
 

evaluation,
 

and
 

algorithmic
 

behavioral
 

constraint—affect
 

the
 

overwork
 

of
 

gig
 

workers
 

in
 

different
 

ways.
 

In
 

the
 

meanwhile,
 

in
 

order
 

to
 

test
 

our
 

theoretical
 

model,
 

we
 

adopt
 

a
 

three-stage
 

research
 

design,
 

and
 

randomly
 

selected
 

samples
 

from
 

three
 

online
 

labor
 

platfo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by
 

filed
 

survey.
 

Finally,
 

we
 

collected
 

1004
 

valid
 

samples.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On
 

the
 

one
 

hand,
 

it
 

is
 

believed
 

that
 

algorithmic
 

tracking
 

evaluation
 

of
 

gig
 

workers
 

will
 

reduce
 

job
 

autonomy,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their
 

level
 

of
 

overwork;
 

2)
 

On
 

the
 

other
 

hand,
 

perceived
 

algorithmic
 

behavioral
 

constraint
 

of
 

gig
 

workers
 

will
 

induce
 

job
 

insecurity,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overwork;
 

3)
 

Perceived
 

algorithmic
 

standardized
 

guidance
 

of
 

gig
 

workers
 

not
 

on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algorithmic
 

tracking
 

evaluation
 

and
 

job
 

autonomy,
 

but
 

also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algorithmic
 

behavioral
 

constraint
 

and
 

job
 

insecurity;
 

4)
 

Furthermore,
 

the
 

perceived
 

algorithmic
 

standardized
 

guidance
 

of
 

gig
 

workers
 

moderates
 

both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perceived
 

algorithmic
 

behavioral
 

constraint
 

as
 

well
 

as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perceived
 

algorithmic
 

tracking
 

evaluation
 

on
 

their
 

overwork.
 

In
 

particular,
 

the
 

two
 

negative
 

paths
 

will
 

be
 

weakened
 

through
 

perceived
 

algorithmic
 

standardized
 

guidance.
This

 

study
 

has
 

several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ig
 

economy
 

context,
 

JD-R
 

model,
 

and
 

research
 

on
 

overwork.
 

First,
 

at
 

the
 

individual
 

micro-level,
 

our
 

work
 

explored
 

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psychological
 

“ black
 

box”
 

that
 

digital
 

control,
 

represented
 

by
 

algorithms,
 

impacts
 

on
 

gig
 

workers′
 

overwork.
 

It
 

also
 

took
 

the
 

lead
 

in
 

offering
 

more
 

in-depth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econd,
 

contrary
 

to
 

the
 

widely
 

held
 

belief
 

that
 

“the
 

effect
 

of
 

algorithms
 

on
 

gig
 

workers
 

is
 

always
 

negative,”
 

our
 

research
 

identified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algorithmic
 

control
 

with
 

various
 

functions
 

on
 

gig
 

workers′
 

overwork.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our
 

work
 

creatively
 

revealed
 

the
 

potential
 

moderating
 

role
 

of
 

algorithmic
 

standardized
 

guidance
 

as
 

technical
 

support
 

resources.
 

Last,
 

our
 

work
 

expanded
 

the
 

traditional
 

JD-R
 

model
 

by
 

providing
 

a
 

posit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work-related
 

resource
 

can
 

curb
 

the
 

loss
 

of
 

existing
 

work
 

resources
 

and
 

buffer
 

the
 

pressure
 

of
 

existing
 

work
 

demands.
 

Naturally,
 

this
 

study
 

also
 

offered
 

crucial,
 

real-world
 

guidance
 

for
 

online
 

labor
 

platforms
 

on
 

how
 

to
 

optimize
 

the
 

algorithms
 

to
 

defe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gig
 

workers
 

in
 

the
 

workplace.
 

Specifically,
 

we
 

first
 

advise
 

that
 

the
 

online
 

labor
 

platforms
 

optimize
 

the
 

algorithms
 

system
 

with
 

monitoring,
 

recording,
 

and
 

evaluation
 

functions,
 

and
 

give
 

gig
 

workers
 

the
 

self-control
 

in
 

terms
 

of
 

actual
 

labor
 

time,
 

ways,
 

and
 

intensity.
 

In
 

addition,
 

we
 

also
 

advise
 

that
 

the
 

online
 

labor
 

platform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rate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gig
 

workers,
 

and
 

should
 

not
 

take
 

the
 

“strictest
 

or
 

optimal
 

algorithms”
 

as
 

the
 

only
 

standard.
 

Last,
 

we
 

advise
 

that
 

the
 

online
 

labor
 

platforms
 

should
 

choose
 

an
 

incentive
 

way
 

which
 

can
 

balance
 

efficiency
 

and
 

justice,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gig
 

workers
 

via
 

algorithmic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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